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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基础与理论诠释

洪名勇　娄　磊　龚丽娟

摘要:２０２０年１１月,中国取得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的奇迹.巨大减贫成效在于构建了中国特色

贫困治理制度体系,即党领导下摆脱贫困的坚强政治意愿与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大扶贫战略体制下系统优

化的贫困治理格局、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助推农业经营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扶

贫”的路径选择.同时,形成了持续有效的要素投入,完善的制度设计与实施,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瞄准机

制,退出机制和志智双扶机制的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此外,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贫困治理理论和传统贫困治理理论.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具有不忘初心、始终致力贫困治理,持续良性

改革、带动经济发展、推动贫困治理,政府开发式扶贫、“外部输血”和“内部造血”相结合,集中力量办大事、
降低协商成本和多方主体积极主动参与贫困治理的优势.新时期,总结中国特色贫困治理成效对相对贫

困缓解以及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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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贫困一直是横亘在人类面前的重大挑战之一.“贫困之冰,非一日之寒;破冰之功,非一春之

暖.”①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致力于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

活福利改善,不断推进贫困治理②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农业支持工业发展

战略让低效率农业生产更加困难.为解决国计民生问题,毛泽东同志强调“要将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

联系起来思考,使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的农民都要富裕”③ ,初识贫困治理的重要性.
伴随改革开放号角吹响,农村率先实行“包产到组,包干到户”的经济体制改革,对１９７８ １９８４年中国

农业增长贡献达到４６８９％.此外,改革解放了束缚农村发展的动力,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强劲发

展④ .１９８０年中央财政设立“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１９８２年国家对“三西”地区进行扶贫开

发建设、１９８４年实施“以工代赈”、１９８４年中央发布«关于尽快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的通知»,开展重点贫

困区域扶贫行动⑤ .由此,中国在１９８４年底解决了农村人口基本温饱的难题⑥ .１９８６年,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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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降速及不同区域贫困问题呈现出一定特殊性,国务院相继成立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及办

公室①,标志着中国贫困治理根本任务转变为带动贫困地区全方位发展,贫困治理主要任务由民政部

门负责转向扶贫专有部门负责,愈发重视贫困地区和人民生存发展问题的解决.１９９４年国务院出台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此后,国务院相继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和«中国农村扶

贫开发纲要(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中国扶贫开发事业从区域治理到整村推进再到精准个人的层层下沉,贫困

治理成效越发显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的基本矛盾转变,突出脱贫攻坚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最为艰巨的任务.２０２０年１１
月,全国８３２个贫困县、１２８万个贫困村全部实现脱贫,现行贫困标准下９８９９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摆

脱绝对贫困的窘境②,至此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取得阶段性成功.有鉴于此,在中国共产党完成第一个

一百年目标之时,总结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经验具有十分重要意义③.

二、中国特色贫困治理成效

(一)总体成效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脱贫

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９８９９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８３２个贫困县全部摘帽,１２８万个

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

册的人间奇迹.”④而把时间前移至改革开放的１９７８年且作为基年的话,中国累计减贫人数更是达到

７７亿,绝对贫困发生率从９７５％降至０⑤.同时,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
进一步,能够体现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改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逐渐增加及家庭消费支出能力

不断增强.按照１９７８年可比价格计算,２０２０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

费支出分别达到２４８２８元与１９８１７元,较１９７８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为１３３６元与农村居

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仅为１１６１元,分别增长近１７６倍与近１６倍⑥.且收入突破依靠农业生产

的单一方式,来源更加多元化,结构也不断优化.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１９５４年的６８６％⑦下

降至２０２０年的３２７％⑧,降幅高达３５９个百分点,依据联合国制定适用于全球的通行标准,中国农

村已经处于相对富裕阶段⑨.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绝大多数农村贫困人

口摆脱了绝对贫困状况,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
(二)分阶段成效

目前,学术界对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的起点仍存在着一定异议:一种是以新中国成立为起始点,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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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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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社会历史进程对扶贫开发事业的重要性①;另一种则以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为开端,突出体制性改革推

动农村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让农村贫困人口得以减贫②.当然,贫困治理既需要考虑社会历史进程对

减贫的重要性,而体制性改革也必不可少.因此,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为时间起点来论述中国贫困治理

进程,其中各个时期有着不同时代主题、目标及特征(见表１).

表１ 贫困治理的主要历程③

贫困治理主题 对应时间 贫困治理目标 贫困治理特征

平均分配与社会发展减贫 (１９４９ １９７７) 保生存 生产资料私有到公有,绝对平均分配

体制改革主导的农村扶贫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５) 保生存,促发展 家庭联产承包,农村改革推动减贫

解决温饱的开发式扶贫 (１９８６ ２０００) 解决温饱问题 区域扶贫开发,促进贫困地区发展

巩固温饱的全面扶贫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惠民生,促发展 综合开发政策,注重人力资本投资

全面小康的精准扶贫 (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 解决绝对贫困问题 精准扶贫,全面小康

　　资料来源:作者搜集整理.

１．平均分配与社会发展减贫(１９４９ １９７７)

１９４９年的中国是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国家之一,在成功向社会主义过渡及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

成后,中国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此后,建立并完善了农村交通、灌溉等

大规模基础设施;探索出农村金融体系即农村信用合作社,健全农村教育、卫生等基层公共事业;农村

特困人口救助及“五保”制度等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④.多举措发力贫困治理,不过,这一时期贫困

治理逻辑在于收入分配的绝对平均化,以社会的综合发展和制度性改革来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

发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然而,贫困治理之中夹杂着“阶级斗争”因素,使得后来

贫困治理过多强调生产关系,脱离发展生产力的轨道,加上优先发展工业,牺牲农业,贫困治理严重缺

乏相关物质基础,没有在根本上改变农村和农民的贫困状况⑤.相关数据表明,至１９７７年底,中国农

村贫困人口仍有２５亿⑥,贫困发生率高达６０％⑦.

２．体制改革主导的农村扶贫(１９７８ １９８５)
人民公社化运动缺乏激励和监督机制导致全社会生产积极性低下及生产效率低效⑧,而农业经

营体制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鼓励乡镇企业发展等有效改革措施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⑨.首先,
“包产到组,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确立,农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实现“两权

分离”,家庭经营基础上“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克服了人民公社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集体所有

制下集体经营的农业经营体制,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次,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农产品交易

制度随之改革,允许建立农产品交易市场,尊重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最后,鼓励乡镇企业

的发展,为其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就业.因此,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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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减贫效应,农村贫困人口由２５亿减至１２５亿,贫困发

生率由３０７％降至１４８％①.

３．解决温饱的开发式扶贫(１９８６ ２０００)
在开发式扶贫时期,中国逐渐认识到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迫切性,成立了专门的贫困治理机构,

颁布大量的扶贫政策纲要,确定重点扶贫开发帮扶区域②.中央财政连同地方财政一起输血式投入

到贫困治理之中,初步构建了大扶贫战略体制及贫困治理政策体系.此外,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一定

就业机会,让其依靠自己勤劳双手致富而摆脱贫困.由于建立了反贫困工作机制、明确了重点贫困县

域的农村作为贫困治理的瞄准对象、确立了“外部输血”式扶贫方针及加码投入贫困治理资源,中国农

村贫困人口由１９８５年的１２５亿减少到２０００年的３２０９万人,贫困发生率由１４８％下降至３４％,基
本上解决了中国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了小康社会③.

４．巩固温饱的全面扶贫(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中国东、中部借着改革开放东风,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农村贫困治理取得了

显著成效.此时,农村贫困群体主要聚集于西部地区的乡镇而不再是贫困县④.如果贫困治理继续

瞄准贫困县,将会有近一半的农村贫困人口不能享受到政府的扶贫资源⑤.２１世纪以来,农村区域性

贫困得到有效缓解,但农村贫困人口减贫速度明显放缓,需要转向农村阶层进行贫困治理⑥.顺应农

村贫困阶层性变化,２００１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和开发纲要(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对未来的扶贫开

发工作作了进一步部署,确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全面发展”的方针.完善贫

困标准及贫困治理的瞄准机制、大量颁布实施惠农政策、坚持综合开发全面发展及建立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⑦,在２００８年１０６７元贫困标准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２０００年底的９４２２万人减少到２０１０年的

２６８８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２８％⑧.

５．全面小康的精准扶贫(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
前期贫困治理一般是以区域减贫为落脚点,农村贫困群体呈现出点状型、分散化、碎片化等特征,

且经济发展“涓滴效应”递减,区域减贫效果下降,减贫成本增加⑨.有鉴于此,瞄准贫困个体农户显

得尤为必要.为了彻底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

次提出“精准扶贫”.阐释扶贫要做到六大精准,确立“五个一批”工程的实现途径,贫困户要实现“两
不愁,三保障”最低脱贫标准.至此,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精准扶贫成为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基本方

针,在２０１０年２３００元贫困标准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由２０１０年的１６６５７万人到２０２０年底全部脱贫,
贫困发生率由１７２％减至０.

无论整体上取得的巨大减贫成效,还是分阶段具体减贫成效,始终贯穿着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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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彬彬、高鸿宾:«对贫困的研究和反贫困的实践总结»,«经济开发论坛»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如１９８６年３月全国六届人大四次会议首次正式将帮助“老、少、边、穷”地区改变落后经济和文化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

国家五年发展规划,并在同年成立了扶贫专门机构———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且首次划定２５８个国家级贫

困县;随后１９８７年«关于“八五”期间扶贫开发工作部署的报告»相继出台.
郑丽箫:«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建国以来党反贫困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前线»２００４年第７期.
洪名勇等:«西部农村贫困与反贫困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３页.
都阳、蔡肪:«中国农村贫困性质的变化与扶贫政策的调整»,«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朱小玲、陈俊:«建国以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历史回顾与现实启示»,«生产力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汪三贵、胡骏:«从生存到发展:新中国七十年反贫困的实践»,«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王丽华:«贫困人口分布、构成变化视阈下农村扶贫政策探析———以湘西八个贫困县及其下辖乡、村为例»,«公共管理学

报»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汪三贵、殷浩栋、王瑜:«中国扶贫开发的实践、挑战与政策展望»,«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张为民:«脱贫步伐加快 扶贫成效显著 我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２０１５１０/t２０１５１０１６_

１２５７０９８．html,访问日期: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８日.



度体系,在贫困治理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贫困治理理论.同时,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创新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论和传统贫困治理理论.并且比较视角下,中国贫困治理具有明显的优势.

三、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的制度基础

“现实世界中的市场都是一系列制度,即人类设计出来的、形塑着人类互动关系的约束.”①犹如

市场治理,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取得巨大成效的原因在于构建了相应的制度体系,包括贫困治理的相关

制度(主要是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②.即:党的领导下摆脱贫困的坚强政治意愿与强大组织动员能

力,大扶贫战略体制下系统优化的贫困治理格局,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助推农业经营生产关系适应生产

力发展和“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
(一)党的领导:坚强政治意愿与强大组织动员能力

“发挥政治优势,强力开展脱贫攻坚.古人说:‘国之兴也,视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为草莽’.”③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立党之宗旨,致力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摆

脱贫困的任务.因此,帮助贫困地区人民脱贫自始至终是各级党委和政府重要的政治性任务,也是各

阶段中国扶贫政策相继制定和有序推进的原生动力.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多年来,不论在革命战争

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变的政治使命就是千方百计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指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腐败的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
是经济技术落后”④.极力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欺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制

度让中国劳苦人民摆脱贫穷命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

重要性,把消除贫困作为衡量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标准⑤.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贫
穷不是社会主义”⑥,主张加快步伐发展经济来抑制贫困,通过“三步走”战略循序渐进地实现小康社

会.江泽民同志则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胡锦涛同志对全面小康社会作出详细的安排和规划,
注重人民民生问题解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精准扶贫,决胜脱贫攻坚、建成全面小康

社会不能落下任何一个人.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地把解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贫困问题作

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深刻体现出其迫切希望帮助人民群众摆脱贫困的强大政治意愿.
摆脱贫困同样依赖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组

织领导是保证”⑦.首先,中国五级行政体系及明确的责任分工.中国行政体系分为中央、省、市、县、
乡,村民委员会虽不属于行政单位,但“村支两委”在中国行政体系中却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特色贫

困治理依照中国行政组织体系层层明确责任,且建立完善了自上而下的贫困治理机构.在中央设有

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负责统领全国贫困治理工作,其下设立扶贫开发办公室,主要负

责日常工作.各级政府设立专门贫困治理机构,统一负责和协调本区域的贫困治理工作.在脱贫攻

坚决胜时期,政府又下派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专门负责最贫困地区和人民的贫困治理.其

次,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贫困治理责任体系.中央统筹主要是在顶层设计上发力,不仅

７２

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基础与理论诠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斯蒂文K．沃格尔:«市场治理术:政府如何让市场运作»,毛海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３４页.
按照１９９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的观点,制度是包含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

以及实施机制的组合体,而中国特色贫困治理(摆脱绝对贫困)更加是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的一个组合体,非正式制度的

作用是有限的.
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０６页.
«毛泽东文集»第８卷,第３４０页.
何家伟、李超梅:«理论历史实践:构建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体系的三维视角»,«思想教育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６４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第４９页.



要在政策和资金上为地方赋能,也要加强对地方贫困治理成效的监管.省负总责,要起着承上启下的

作用,把中央的贫困治理政策转化为适用于本地区的具体实施方案,且要加强指导和督促,使中央政

策和资金顺利落地.市县抓落实,要求因地因时制宜,推动贫困治理的各项政策和资金真正意义上落

地生根且开花结果.最后,行业扶贫、专项扶贫、社会扶贫联动贫困治理.贫困治理仅依赖政府的强

力推动远远不够,需要多主体参与.行业扶贫要发挥财政、交通、农业、教育、科技等行政部门的职能

分工担负起相应的贫困治理责任,通过道路改造、危房改善、饮水安全改造、教育扶贫等极大地改观贫

困地区人民的生活面貌.专项扶贫则利用国家专项扶贫资金,有组织进行贫困治理,以工代赈、整村

推进、易地扶贫搬迁等一系列措施直接帮助困难群众.社会扶贫要积极发挥各界力量,如企事业单

位、社会爱国人士、社会团体、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参与贫困治理之中.
(二)大扶贫战略体制:系统优化的贫困治理格局

新中国成立初始,解决人民基本生存问题成为共和国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发展经济才是解决人

民贫困的唯一出路.然而,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促使阶级斗争取代了经济建设,一定程度上

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阶段性衰退.尽管绝对平均的分配体制抑制了贫富分化,但普遍贫穷不

是社会主义,贫困治理政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没有得到落实.改革开放后,明确社会主义不是人人贫

穷落后的意识形态.为此,贫困地区人民脱贫难题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１９８２年“三西”地
区扶贫治理开启了中国大规模有组织的扶贫开发活动,１９８６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

立标志着全国性大扶贫战略确立.随后“八七”攻坚计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０１ ２０２０)»、«中
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精准扶贫及决胜脱贫攻坚等相关政策出台,构建并完善了大扶贫

战略体制,扶贫开发力度之大世所罕见①.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

大扶贫战略体制深入推进.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开发扶贫讲话时首次

提出,“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凝聚全党全社会力量,形成扶贫开发工作强大合

力.”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７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强调,“调动各方力量,加
快全社会参与的大扶贫格局”.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

体学习时的讲话进一步提出,“各方参与是合力,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有机

结合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发挥各方面积极性”.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２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打好精准脱

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两方面力量作用,构建专项扶

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引领市场、社会协同发力,形成全

社会广泛参与脱贫攻坚格局”②.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上讲话

强调大扶贫战略重要性,“我们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形成跨地

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扶贫体系.千千万万的扶贫善举彰显了社会大爱,汇聚起

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③.总之,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在各级政府落实推进中,集中全社会力量

参与到贫困治理之中,形成的大扶贫战略格局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④.
(三)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助推农业经营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

农业和农民息息相关.旧中国时期,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农民成为被压迫和剥削的对象,生活长期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废除封建剥削土地所有

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然而,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合作经营存在生产资料严重不足、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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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等弊端①,引导农民在自愿原则下开展合作经营的方式有效克服了上述弊端,增加了粮食产量且

解决了农民基本生存问题②.１９５６年,中国完成了“三大改造”,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由于对工

作效率误判,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集体所有制下的集体经营

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超前时代,贫困治理成效事与愿违,而平均主义和绝对分配体制抑制了贫富差距的

扩大.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开展起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

积极性,留足集体的,剩余都是自己的,协调了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实现了集体统一经营和劳动者自主

经营相结合③.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双层经营体制进一步巩固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农村总体上实现了

小康社会.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和市场经济发展成熟,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村双层

经营体制,由于“分”的充分、“统”的不够,出现资源分散、资金分散、农民分散,难以适应农村经济规模

化、组织化、市场化发展需要,最终造成农村集体土地闲置,农民收入下降甚至少数农民出现极端贫困

现象④.为此,贵州省六盘水率先探索出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三变改革”,以产业

为平台,以股份为纽带,打造“股份农民”,做到“产业连体、股份连心”,形成一种推动生产发展的新力

量,对家庭经营基础的农业双层经营体制进行了一次成功尝试,这是邓小平同志农村改革“第二次飞

跃”的一个实践探索⑤.此外,农业经营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存在密不可分的联动关系⑥.２０１３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农村产权交易所考察时首次提出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要“三权分置”.
在此背景下,“三权分置”改革要求在法律许可下农地经营权可以自由流转等,激活了农地价值,实现

了农地的增值,一定程度上改变农业的弱势局面⑦.同时国家相继出台有关政策鼓励多种形式经营

主体参与到家庭经营中,不改变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多元农业经营制度使中国

农业发展进入新的时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决胜脱贫攻坚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强有力的农业经营

制度基础.
(四)路径选择:“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扶贫”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贫困治理仅仅依靠的是小规模区域扶贫和制度改革来缓解贫困⑧.１９８６

年起,中国实施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即“大水漫灌”式的贫困治理方式,历经多年实践,贫困共性问题

得到很好解决,但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转变为致贫个性因素,亟须提高贫困治理的有效性和

针对性.因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扶贫开发要转向“精准扶贫”,“扶贫开发推进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贵
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手榴弹炸跳蚤不行”⑨.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中国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加快农

村贫困人口脱贫.
从宏观战略层面上讲,精准扶贫方略要做到六大精准.六大精准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可以从

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退出、精准管理及创新精准扶贫体制机制五个方面去理解.其中,精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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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合作经营时间节点为１９５１ １９５５年,此时,农民有完全的土地产权且是自愿加入合作社的.
楼栋、孔祥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多维发展形式和现实观照»,«改革»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郑淋议:«中国农业经营制度:演变历程、问题聚焦与变革取向»,«农村经济»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陈全:«“三变”改革助推精准扶贫的理论逻辑和制度创新»,«改革»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
罗凌、崔云霞:«再造与重构:贵州六盘水“三变”改革研究»,«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１２期.
郑淋议、罗箭飞、洪甘霖:«新中国成立７０年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历史演进与发展取向———基于农村土地制度和农业经营

制度的改革联动视角»,«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１２期.
洪银兴、王荣:«农地“三权分置”背景下的土地流转研究»,«管理世界»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
向德平、华汛子:«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贫困治理的历程、经验与前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

２期.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室:«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第５８页.
潘安琪:«教育精准扶贫的价值内涵、现实问题及对策建议»,«宏观经济管理»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洪名勇、洪霓:«论习近平的精准扶贫思想»,«河北经贸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别是前提,贫困治理一定要搞清楚哪些地方是真正的贫困地区,在这些贫困地区哪些人是真正的贫困

人口.贵州省威宁县迤那镇在贫困治理中的“四看法”: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家中

有没有读书郎①,是一个生动的实践.精准帮扶针对不同贫困地区、不同致贫原因人群,集中优势资

源进行贫困帮扶,让扶贫资源合理优化配置.精准退出是要设定退出时间表,留出缓冲期,实施严格

精准退出评估政策,在２０２０年高质量地完成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逐一无误核查.精准管理和“大水

漫灌”式贫困治理方式不同,其要求在贫困识别、贫困帮扶及贫困退出中使用科学的管理理念和方法.
创新精准扶贫体制与机制不仅要在顶层设计上把关,更为重要的是让贫困治理真正的落到实处,即:
一是五级行政管理体制职责分工明确;二是实施“五个一批”工程;三是明确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

抓落实的脱贫责任体系;四是构建行业扶贫、专项扶贫、社会扶贫的贫困联动治理.
从微观层面上来看,精准扶贫方略让“贫困地区发展进步显著加快,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基础设施

建设突飞猛进,社会事业长足进步,行路难、吃水难、用电难、通信难、上学难、就医难等问题得到历史

性解决”②.具备相应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的道路全部完成硬化,通客车、通邮路.新改建农村公路

１００万公里,新增铁路里程３５万公里.累计安排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设中央补助资金

２９６０６亿元,各地共完成投资２０９３亿元,提高了２７亿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农村规模化供水覆盖

人口达到５０％,全国农村集中供水率达到８８％,自来水普及率达到８３％,不仅解决农村人口吃水难,
而且可以吃到安全放心的水③.贫困地区农网供电可靠率达到９９％,大电网覆盖范围内贫困村通动

力电比例达到１００％,贫困村通光纤和４G比例均超过９８％.２４００多万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拿到了生

活和护理补贴,２０００多万贫困患者得到分类救治,曾经被病魔困扰的人们挺起了生活的脊梁.千百万

贫困家庭的孩子享受到更公平的教育机会,贫困山区孩子们告别了天天跋山涉水上学,实现了住学

校、吃食堂.精准扶贫让脱贫地区处处呈现出山乡巨变的时代画卷!

四、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与创新

(一)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

一是持续有效的要素投入.经济增长理论表明,持续的经济增长才会为反贫困提供源源不断的

物质财富.而经济长足发展落脚于要素投入的合理配置.要素一般包括土地、资金、技术和人力资

本.就土地要素投入而论,自经济体制改革后中国农村一直施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经营

基础上的双层或多元经营体制,在保持农民土地大稳定前提下小调整,土地要素投入是相对保持稳定

的.就资金投入来说,开发式扶贫实质是“外部性输血”,要求国家或政府财政性转移帮扶贫困地区和

人民.“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土地增减挂指标跨省域调剂和省域内流转资金４４００多亿元,扶贫小额

信贷累计发放７１００多亿元,扶贫再贷款累计发放６６８８亿元,金融精准扶贫贷款发放９２万亿元,东
部９省市共向扶贫协作地区投入财政援助和社会帮扶资金１００５亿多元,东部地区企业赴扶贫协作地

区累计投资１万多亿元.”④其成效是最直接的,较短时间内就能够实现贫困地区和人民摆脱绝对贫困

的桎梏.就技术投入而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是经济增长的核心,现代农业本质上就是发达

科技型农业,依靠现代科技技术优化农业的资源配置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⑤.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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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房,就是通过看农户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估算其贫困程度;看粮,就是通过看农户的土地情况和生产情况,估算其农

业收入和食品支出;看劳动力强不强,就是通过看农户的劳动力状况和有无病残人口,估算其务工收入和医疗支出;看家

中有没有读书郎,就是通过看农户受教育程度和在校生现状等,估算其发展潜力和教育支出.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第２版.
韩广富、张新岩:«新中国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第２版.
刘彩华、周艳波、扈立家:«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决策行为研究»,«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表明,１９８６ ２０１１年间中国农业技术的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弹性高达０．６８２３①.就人力资本投入而

言,一方面加强对贫困地区人民教育的培训力度,“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

递的治本之策”②.另一方面加大对贫困地区和人民的干部选派.决胜脱贫攻坚期间,累计选派２５５
万个驻村工作队、３００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致富不致富,关键看干部.在脱贫攻坚战场上,
基层干部在宣讲扶贫、整合扶贫资源、分配扶贫资金、推动扶贫项目落实方面具有关键作用.”③

二是完善的制度设计与实施.“制度在社会中起着更为根本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

的基本因素.”④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起着基本性作用.进而强

调,只有当经济组织有效时,经济增长才会发生⑤.同时,实施机制对制度安排绩效也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制度是能够自行实行或由某种外在权威施行的行为规范”⑥.制度如果得不到有效实施,
会使制度如同摆设而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进而会影响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而且让人们产生对制

度的不正常预期或让人们怀疑甚至抵触制度的文化心态⑦.首先,具有强大政治意愿和系统化的组

织格局.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把解决贫困作为执政的重要政治任务之一,形成了

五级行政体系,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行业扶贫、专项扶贫、社会扶贫联动的组织格局.其

次,建立健全大扶贫战略格局.１９８２年“三西”地区的区域性贫困治理、１９８６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

开发领导小组成立、“八七”攻坚计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０１ ２０２０)»、«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

要(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精准扶贫和决胜脱贫攻坚等相关机构建立和扶贫政策发布形成了中国的大扶贫战

略格局.再者,农业经营制度改革.由新中国成立初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合作经营、“三大改造”后家庭

经营基础上的集体经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双层经营和当前家庭经营基础上的

多元经营.农业经营生产关系变革更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推动了农业的持续增收和提高了农民的收

入.最后,贫困治理实施机制的转变.改革开放初期,贫困治理从小规模的区域性治理转向大规模的开

发式扶贫,解决了中国贫困地区存在共性的贫困难题.步入新时代,亟待解决的是致贫个性因素,提高贫

困治理的有效性和针对性,精准扶贫的贫困治理实施方式应运而生,绝对贫困得以消除.
三是绿色发展,生态富民.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付出的代价是生态破坏和资源消耗⑧.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中期,习近平同志在闽东从政期间就深刻认识到经济发展(摆脱贫困)和生态之间的良性关系,认
为闽东的发展振兴在于“林”,在发展壮大林业后才要进一步做大做强工业.时时刻刻强调“什么时候

闽东的山都绿了,什么时候闽东就富裕了”⑨.不仅展现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且昭示着人

类反思自己不良行为对生态环境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破坏.在发展经济时,要注重资源的综合开发,做
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这样才可以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做到生态环境的充

分保护,人类社会才可能会永续发展.当习近平同志领导一个国家的贫困治理时,更加注重生态环境

保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贵州曾作为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始终牢记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实施大生态、大扶贫、大数据三大战略,系统优化生态保护和贫困治理之间关系,在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２３日,贵州全省６６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减贫人口８９２余万人,成为全国减贫人数最多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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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振香、史相国:«生态可持续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关系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华东经济管理»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１０页.



份①.作为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示范地的贵州省湄潭县,早在２００４年开始,就抓住区域生态良好的

巨大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优势农产品,纵向二、三产业发展,实现了绿色产业发展,富在农业之路②.
有鉴于此,湄潭县在２０１８年实现脱贫摘帽,提前两年完成国家设定摘帽的时间.

四是贫困治理的瞄准机制.瞄准机制是指在贫困治理中确定贫困治理标准,选择贫困治理对象

与因贫困治理对象确定而施行的贫困治理项目及其辐射带动范围③.瞄准效率与扶贫资源有效配置

成为影响贫困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扶贫瞄准精度和实现瞄准精度而花费的成本直接影响扶贫瞄准

效率,但刻意强调瞄准精度而增加瞄准成本也是低效率,只会造成扶贫资源的耗损.马克思从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强调解决事物要注重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鉴于贫困治理瞄准的重要

性,中国农村减贫必然要合理解决贫困治理的瞄准问题.中国贫困治理一路走来,形成了一条贫困治

理瞄准机制演进的路径④.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瞄准机制主要历经四个阶段⑤.第一

阶段(１９７８ １９８５)是整体农村瞄准阶段,经历“文革”十年后,整个农村农业发展几近处于停滞状态,农
民生活水平十分低下,农村贫困呈现出“遍地开花”状态,以全部农村和农民为瞄准对象是当时贫困治

理最有效率的抉择.第二阶段(１９８６ ２０００)是县域瞄准阶段,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农业生产取得了大

丰收,农民基本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地区间的贫困分化开始出现,区域间的贫困状况不平衡加剧,以
县域贫困治理为目标的瞄准机制应运而生.当然,贫困县是严格遵循经济发展水平和贫困人口脱贫

状况实行动态调整的.第三阶段(２００１ ２０１２)是村级瞄准阶段,２１世纪初,中国实现了总体小康,贫
困地区和人民聚集的地理位置更加分散,呈现出点状分布态势,«中国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明
确强调“扶贫要到村到户”与“参与式整村推进”模式,共识别出１４８１３１个贫困村,按照区域分块看,中
部地区占约３０％,西南占约２９％,西北占约２１％,沿海地区占约１４％,东北地区占约６％⑥.第四阶段

(２０１３ ２０２０)贫困户瞄准阶段,不论整体农村瞄准、县域瞄准还是村级瞄准一定程度上都属于区域瞄

准,贫困治理更多依靠的是经济发展带来的“涓滴效应”,没有真正实现扶贫资源和贫困户直接挂钩,
因此,贫困户瞄准下的“精准扶贫”诞生,解决了“贫中之贫”与“坚中之坚”的贫困治理难题,从而取得

了贫困人口全部摆脱绝对贫困的脱贫奇迹.
五是贫困治理的退出机制.贫困退出是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

的重要组成部分⑦.贫困退出机制既受贫困户自身素质、家庭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也受

户籍、土地、保障等制度环境的综合影响⑧.在满足贫困退出基本条件下,涵盖贫困退出的动力、补
偿、风险、激励与约束等一系列相互作用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组织制度所构成的综合系统机制⑨.
解决好“如何退”的问题,一是要设定时间表,实现有序退出.在国家限定的脱贫摘帽日期内,贫困地

区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采取分阶段有序退出.早做规划、早建机制,切忌激进和拖延.二是要给出摘帽

不摘政策的缓冲期.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现有被认定为贫困县的地区,享有特殊的国家优惠待遇.
实事求是地讲,摘掉贫困县帽子后,获取内生发展能力仍需要一段时间,“这就需要扶上马、送一程,保
证贫困县摘帽后各方面扶持政策能够继续执行一段时间,行业规划、年度计划要继续倾斜,专项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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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项目和对口帮扶等也要继续保留”①.三是要严格标准实施摘帽评估验收.尽管国家希望贫困

县早摘帽,但绝不能够因为摘帽而摘帽,绝不搞偷奸耍滑、欺上瞒下或降低标准.要严格脱贫评估绩

效的考察,不仅可以让社会监督,也可以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实打实地增强脱贫绩效的真实性,防止

玩“数字扶贫”游戏.四是脱贫瞄准到人,逐一销号.对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实施动态平衡监管,真正做

到逐户销号,对重新返贫户要建档立卡,切切实实做到有进有出.此外,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在逐户销

号后依旧适当保留一段时间的帮扶措施,“做到不稳定脱贫就不彻底脱钩”②.
六是贫困治理的志智双扶机制.摈弃历史遗留因素与自然地理环境制约,贫困根源主要在于贫

困人口创造收入的能力弱和机会少.贫困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摆脱贫困的强烈意识和思想观念.
要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调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积极性.‘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贫
穷不是不可改变的宿命.人穷志不穷,扶贫必先扶志.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③.
要克服“等靠要,坐着墙根晒太阳”的贫困心理陷阱.只有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坚定走出贫困心理陷阱

的信念,依靠“外部性输血”时更加注重自身“内部性造血”,才能真正摆脱贫困,共享全面小康的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强调,“摆脱贫困首要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
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贫穷并不可怕,怕的是智力不足、头脑空空,怕的是知识匮乏、精神委顿.
脱贫致富不仅要注意富口袋,更要注重富脑袋”④.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要志智结合.摆脱绝对

贫困亟须广大贫困人民在思想意识上克服贫困所影响人们的情感状态并导致压力的产生⑤.要发挥

教育和培训等方式的积极作用,提高贫困户自身的智力水平,阻遏贫困的代际传承.
(二)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创新

纵观国内外贫困治理研究,历经收入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及多维贫困等阶段,形成了物质贫

困理论、能力贫困理论、权利贫困理论及多维贫困理论等理论体系.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就把

解决人民贫困问题作为己任,形成持续有效的要素投入,完善的制度设计及实施,绿色发展、生态富

民,瞄准机制,退出机制,志智双扶机制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理论,对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论

和传统贫困治理理论进行有关创新和发展.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论创新.早在１９世纪中期时,马克思与恩格斯一道从上层建筑层

面分析了资本主义贫困治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进
而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⑥.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论确立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每个人自由而

全面发展的贫困治理目标,指明了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贫困治理

路径,明确了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发挥人民群众创造性作用的贫困治理条件,为无产阶级贫困治

理斗争指引了正确方向⑦.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论基础之上,进行

了创新.首先,明确了贫困治理的动力来源,即持续有效的要素投入.只有发展才能为贫困治理奠定

坚实的物质基础,而经济增长需要生产要素持续有效的投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论经济基

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深化.其次,上层建筑和经济关系的良性变革.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届领导人高

度重视并发挥上层建筑和经济关系在贫困治理进程中的巨大作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且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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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设计,消灭了贫困产生的制度根源,完善了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的体制机制①.再次,创造出了

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的可持续性发展路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守贫困治理不能破坏生态环境的底线,要做

到与自然和谐相处.最后,突破了碎片化、分散化贫困治理格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体系.
瞄准机制、退出机制及志智双扶机制,使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完成了从区域向个人转变,从被动到主动

退出原则的改变,从“等靠要”到主动创造的心理转变.
二是对传统贫困治理理论创新.马尔萨斯最早对贫困治理进行相关研究,并将贫困的来源归结

为人口与技术发展速度不一致,不过仅停滞在经济问题表象上过于片面的归纳②.刘易斯用“二元经

济”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及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从价值交换的角度考虑了财富缺

失的致因,但没有深入探究创造财富效率水平高低的原因③.舒尔茨在其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中以

传统小农经济为切入口来谈论贫困治理,对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比较分析后认为,通过现代化生产

要素的投入才能够改变传统农业所引致的贫困,其“人力资本”的经济思想对后世贫困治理具有十分

重要的借鉴作用④.阿马蒂亚森则从“能力”的角度解释贫困,提倡加大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投入来

改观贫困人口的能力贫困⑤.学者们对贫困治理的研究主要侧重生产要素投入和增加收入来解决贫

困问题.然而,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完善了要素投入角度的贫困治理,进一步丰富了人力资本在贫

困治理中的作用,同时更加注重对心理贫困陷阱的克服.此外,相较于西方单一维度贫困治理理论,
中国特色贫困治理更加强调持续有效的要素投入,制度设计和实施,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瞄准机制,
退出机制,志智双扶机制等系统性、整体性的贫困治理方式.

五、比较视角下中国特色贫困治理优势

在现行贫困标准下中国取得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减贫奇迹,其推动因素是多方面的.和世

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贫困治理成效相比,中国特色贫困治理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

方面.
一是不忘初心,始终致力于贫困治理.“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

永远年轻.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苦干实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巨轮就一定能够乘风破

浪、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⑥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坚决做到为中国人民

谋福利、为中华民族谋复兴⑦.因为不忘初心,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带领广大农民“打土

豪、分田地”,目的是让广大农民推翻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实现自由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

广大贫困人民群众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和温饱问题后,又为广大贫困人民群众的发展问题着想,让
发展成果得到惠及.中国共产党始终为人民谋幸福、始终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是巨大的政治优势,因
而能够为了解决贫困问题而一直不遗余力.中国的贫困治理时间之久、战线之长、重视程度之深、取
得成效之大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而这一切源于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始终牢记致力贫困治理.

二是持续良性的改革,带动经济发展,推动贫困治理.“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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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与时代同行.”①“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总体上在发展探索

中的良性改革居多.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三大改造”等良性改革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经

济发展,让广大农民的生存问题得到基本保障.１９７８年底,随着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
持续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等一系列良性改革措施,带动了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为大规模扶贫工作开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拉美、东南亚、东欧等发展中国

家虽也进行有关良性改革,实现了经济增长,曾出现一片欣欣向荣景象,不过,和中国持续的良性改革

相比,这些国家很大程度上由于制度原因导致改革没有得到延续,成效远远不及中国②.
三是政府开发式扶贫,“外部输血”和“内部造血”相结合.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国家制度

一定程度上兜底了贫困群体的生存问题,完善了国家对贫困群体的救济体系.不过,这种“外部输血”
造成了养懒汉情况出现,西方福利国家制度面临着相当严峻的考验.此外,西方福利国家的建设促进

了社会议题去政治化,教育普及促进了政治去精英化,使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组织扶贫角色越来越突

出,而政府(国家)的作用越来越弱化③.“组织包括政治团体、经济团体、社会团体和教育团体.他们

是为达到目标而受某些共同目的约束的个人团体”④,需要强调的是“任何组织的功能可以同样地归

结为各种不同的权利由一个与它有关的个人向另一个人的让渡”⑤.在这种意义下,社会组织并不能

像政府(国家)在扶贫时,将自己的权利(福利)完全让渡(分配)给贫困人群.政府(国家)主要有三大

作用:一是制度的供给者,建立博弈规则或者为各主体营造出公平竞争的环境;二是担当收入分配的

职能,并作为一家“保险公司”发挥作用,防止不幸和“分配蛋糕”;三是不断推动经济增长,以增进人民

幸福和“增大蛋糕规模”⑥.中国坚持政府主导下的开发式扶贫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组织下的扶

贫方式更能够履行收入分配职能并作为一家“保险公司”防止不幸和为贫困人民“分配蛋糕”,达到减

贫成效的最大化.中国后减贫时期强调“内部造血”的重要性,注重对贫困人民的“志智”双扶,防止西

方福利国家制度“养懒汉”情况再现.
四是集中力量办大事,降低协商成本.社会性质和意识形态决定中国贫困治理相较于世界上绝

大多数国家具有一定优越性,那就是中国贫困治理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降低协商成本.中国坚持共

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在此制度基础上,中国解决涉及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贫困问题的

决策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保持一致

的,彼此团结奋进、攻坚克难,不会出现西方代议制国家政党之间出于党派利益最大化考虑,对贫困民

众群体的利益置若罔闻,相互扯皮推诿的现象.西方制度不仅不能够集中全国力量进行贫困治理,且
会增加贫困治理的协商成本.

五是多方主体积极主动参与贫困治理.“脱贫致富不仅仅是贫困地区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⑦

“人心齐,泰山移.”中国贫困治理在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充分调动了多主体力量参与贫困治理之中.
党和政府智慧地构建起行业扶贫、专项扶贫、社会扶贫的“三位一体”互为联动补充的大扶贫战略格

局,建立起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支援、定点帮扶等有益体制并积极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社会组织、个
人参与扶贫开发,吸纳贫困人口就业、支持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村社会服务供给⑧.正是多方主体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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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贫困治理进程中的积极主动参与,才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减贫成效.相较

而言,世界上其他国家在贫困治理时从未构建出像中国这样完善的多主体参与的扶贫体系和举国之

力积极主动推进贫困治理的模式.

六、总结与展望

(一)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减贫道路上已取得巨大成效.中国不仅实现了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摆脱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且提前１０年完成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取得如此巨大成效在于构建了党领导下摆脱贫困的坚强政治意愿与强大组织动员

能力、大扶贫战略体制下系统优化的贫困治理格局、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助推农业经营生产关系适应生

产力发展和“大水漫灌”式转向“精准扶贫”式路径选择的制度体系.形成了持续有效的要素投入,完
善的制度设计与实施,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瞄准机制,退出机制和志智双扶机制的中国特色贫困治理

理论.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论和传统贫困治理理论.比较视角

下,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具有不忘初心、始终致力于贫困治理,持续良性的改革、带动经济发展、推动贫

困治理,政府开发式扶贫、“外部输血”和“内部造血”相结合,集中力量办大事、降低协商成本和多方主

体积极主动参与贫困治理的优势.随着第一个“百年梦想”实现,建成现代化强国第二个百年目标接

踵而来①.因此,深刻总结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的有益经验,运用到相对贫困治理之中,将为缓解相对

贫困奠定坚实的基石.
(二)展望

“后减贫时代”贫困标准的变化、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区域收入差距愈发显现等宏观层面因素

叠加②,引致相对贫困治理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国际经验表明,一个社会不论多么发达,相对贫困的

问题总会存在,在消除绝对贫困后,中国也需要像发达国家一样,将扶贫开发工作重心转移至缓解相

对贫困③.但相对贫困治理是一个多维性、复杂性、综合性、长期性的发展问题,已不再是简单的“果
腹”问题④.依据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⑤,相对贫困治理也需要像绝对贫困治理那样,注重人民群众创

造财富能力的提升.然而,情景依赖性理论则强调,主要矛盾随着时代发展的转变,促使人类的选择

具有能动性与一定的潜在空间⑥.因此,相对贫困治理不能一成不变照搬绝对贫困治理的经验,应该

做到有所扬弃.为此,一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要充分发挥其在相对贫

困治理之中的强大政治意愿和组织动员能力.二是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首次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明晰相对贫困治理不是一个

“短平快”绩效目标的实现,而是一个久久为功的过程.三是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以适应农村生产

力发展需要.在农业经营保持家庭经营基础不变的前提下探索释放农村生产力的新方式,加快推进

农业现代化进程.四是相对贫困治理的减贫场域应由“农村为主”转向“城乡统筹”.认识到城市与农

村相对贫困问题相互影响、同频共振的特点,坚持统筹协调的根本方法,坚持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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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战略“两只脚”走路①.五是持续有效的要素投入.提高产出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持续有效的

要素投入,相对贫困治理应延续要素投入力度,系统优化投入要素的组合配置.六是完善顶层设计,推进

制度改革.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要在兼顾多方主体利益的同时,更加向相对贫困治理主体倾斜.七是继

续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相对贫困治理要利用生态优势,打造生态富民、绿色

发展之路.八是持续克服贫困心理陷阱,加快培育内生动力.应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延长义务制教育年

限,通过教育提升人力资本,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破除“等靠要”的贫困心理陷阱的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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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November２０２０,Chinaachievedthemiraclethatalltheruralresidentswereliftedout
ofpoverty．ThegreateffectivenessofpovertyalleviationliesintheconstructionofapovertygovernＧ
ancesyste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whichconsistsofthestrongpoliticalwillandstrongorＧ
ganizationalmobilizationabilitytogetridofpovertyundertheleadershipoftheparty,asystematiＧ
callyoptimizedpovertygovernancepatternunderthegreatpovertyalleviationstrategicsystem,and
thereformofagriculturalmanagementsystempromotestheagriculturaloperationandproduction
relationstoadapttothedevelopmentofproductiveforcesaswellasthepathchoicefrom “floodirriＧ
gation”to“targetedpovertyalleviation”．Atthesametime,ithasformedapovertygovernancetheＧ
ory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includingsustainedandeffectivefactorinvestment,perfectsystem
designandimplementation,greendevelopment,makingitspeoplebetterＧoffecologically,targeting
mechanism,exitingmechanism,andthemechanismofdualnurturingofaspirationandintelligence．
Inaddition,thepovertygovernancetheory 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sinnovatesanddevelops
Marxistpovertygovernancetheoryandtraditionalpovertygovernancetheory．Fromacomparative
perspective,povertygovernance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hastheadvantagesofneverforgetting
whyyoustarted,beingalwayscommittedtopovertygovernance,takingsustainedandbenignreＧ
forms,drivingeconomicdevelopment,promotingpovertygovernanceandpovertyalleviationdevelＧ
opedbygovernment,combining“externalbloodtransfusion”with “internalhematopoiesis”,conＧ
centratingonmajorevents,reducingnegotiationcostsandactiveparticipationofmultiplesubjectsin
povertygovernance．Inthenewera,summarizingtheeffectivenessofpovertygovernancewithChiＧ
nesecharacteristicsisofgreatsignificanceforrelativepovertyalleviationandthestartofaphasefor
Rural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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